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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最优税收理论研究新进展*
*

王筱筱　卢国军　崔小勇

摘要：近二十年来，大量文献从理论创新、数据支撑、分析方法和应用场景等方面发展了异质

性个体框架下的最优税收理论，推动现代最优税收的研究朝着理论模型推演与现实数据测算相结

合的方向演进，形成了一系列前沿的分析方法，得到了丰富的结论和政策建议。本文系统梳理了

异质性个体框架下的最优税收理论文献，总结了已有研究的特点和边际贡献，呈现了现代最优税

收理论的演进逻辑。通过归纳总结特定场景下现代最优税收理论的应用实践，本文认为现阶段最

优税收理论的研究范式已经相对成熟，未来仍然具有广阔的理论扩展和应用前景。最后，本文还

指出已有理论研究结果与政策落实仍存在差距，并展望了利用现代最优税收理论指导中国现代财

税体制改革的研究思路和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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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科学的财税体制能够保障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社会公平。从 2013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

次将财税体制改革提升为国家战略，到 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就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深化收

入分配改革做出战略部署，均体现出我国政府对于财税体制改革的决心和重视程度。如何加大税收

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并提高精准性，需要构建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并结合中国现实经济数据来研

究。然而，根据现有的理论研究，尚无法给出当前税制改革中关键问题的定量解决方案：例如，关于

如何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对过高收入的调节功能；应当在多大程度上提升直接税比重；是否应征收

房产税或财产税等，虽然有很多定性的讨论，但依据中国国情进行定量分析的研究仍然稀缺。其背

后的难点在于中国纳税群体特征的多样性、经济环境的复杂性和市场中存在的不确定性。

异质性个体框架下的最优税收理论为解决这些难点提供了思路。异质性个体框架下的最优税收

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 Mirrlees（1971）的开创性研究，该研究通过引入个体收入能力的异质性，构建了

可以同时考虑政府公平和效率两方面目标的最优收入税分析框架。近二十年来，对这一框架的研究

热度持续增加。①其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 2000 年前后， Diamond（1998）和 Saez（2001）等研究开创

性地给出了基于可测度的充分统计量的最优税收表达式，极大地增强了异质性个体框架下最优税收

理论的可操作性。充分统计量方法兼具识别可信度和对反事实结果的预测力，研究者不必校准每个

模型的原始参数，而是通过一小部分现实可估计的弹性数据，即可计算出最优税率水平（Chet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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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根据在 Dimensions 平台上的检索，2000-2022 年间至少有 2221 篇已发表的文献引用了 Mirrlees（1971）的研究，

超过 1977-1999 年间总引用量的 6 倍。平台网址为：https：//www.dimension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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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Kleven（2021）对该方法进行了改进，使之能够应用于更加一般的税制改革和纳税人决策环

境。因此，在政策意义上，梳理现代最优税收理论研究新进展有助于应用前沿理论研究方法定量分析

解决纳税群体行为复杂性等问题，有助于为中国财税体制改革提出切实有效的政策建议。

从理论发展创新的视角，同样有必要对最优税收理论前沿文献进行整理。国际上关于最优税收

设计的探讨目前仍在不断深入，已经形成许多具有理论创新和政策影响力的研究成果。①近年来，

围绕最优税收设计的讨论仍在继续，分析了多种经济因素对最优税收设计的影响，②另一些文献继

续在方法上发展最优税收理论。③除了对个人所得税的讨论外，一些文献也在此框架下讨论了其他

税种乃至转移支付的设计。④这些研究基于对现实经济的观察，不断在分析方法和理论应用上发展

了异质性个体框架下的最优税收理论，推动了现代最优税收理论研究朝着理论模型推演与现实数据

测算相结合的方向演进。对于早期的税收理论研究，朱军（2010）和金戈（2013）重点梳理了动态公共

财政理论；Boadway（2012）和 Jacobs（2013）等研究探讨了税收理论研究与现实税收政策之间的互动，

梳理并总结了如何将最优税收理论更好地应用到税制改革实践中。近期的回顾大多聚焦于现代最优

税收理论的某一个分支或应用场景：例如动态下非线性税收的设计（Golosov & Tsyvinski，2015；
Bastani & Waldenström，2020；Stantcheva，2020）以及对高收入群体的税收设计（Scheuer & Slemrod，
2020）等。Kaplow（2024）根据最优税收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的不同，分类梳理了已有理论研究的结

论，并指出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方向，但没有讨论模型分析方法的进展。考虑到近年来最优税收相关

文献仍在不断涌现，这类文献从研究方法和应用场景两个角度极大地丰富了现代税收理论，但国内

缺乏对于这部分理论新进展的总结梳理。因此，系统性地梳理上述文献的研究脉络，总结现代最优

税收理论的研究成果，对于指导中国财税体制改革实践，具有一定的理论和政策参考价值。

鉴于以上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本文将系统梳理基于异质性个体框架的现代最优税收理论研

究，从研究框架、分析方法、理论应用等方面整理近二十年来前沿文献的研究内容及结论，并讨论其

对中国的政策启示。

二、最优税收理论基准模型  

关于最优税收理论的讨论可以追溯到 Ramsey（1927）开创的最优线性商品税理论。由于设定了

代表性个体，最优线性商品税的目标是提高征税效率，但忽视了公平。Mirrlees（1971）认为社会公平

是有价值的，政府可以通过设计累进的收入税以调节收入分配。为此， Mirrlees（1971）开创了异质

性个体框架下的最优税收理论，以便将公平纳入最优税收理论的分析，其核心假设是消费者获取劳

动收入的异质性能力是私人信息，政府通过设计非线性的劳动收入税激励消费者劳动，实现次优

（second-best）的福利结果。而在这些核心假设下，Mirrlees（1971）给出了分析劳动收入税的基准框

架，强调了收入税在公平与效率之间的权衡，指出最优边际收入税税率受到能力分布的影响。

Mirrlees（1976）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基于信息经济学的最优收入税分析框架，讨论了激励相容

条件等实现最优税收的必要条件。本部分介绍基准模型的设定与特征、求解方法及基本结论。

①根据在Dimensions平台上的检索，2000年以来发表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Econometrica、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和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这五本经济学英文顶级期刊且文中包含“最优税

收”（optimal taxation）的文献数量呈上升趋势：1980-1999年的发表数量为年均 1.4篇，2000-2022年为年均 11.5篇。

②例如考虑私人保险市场（Chang & Park， 2021）、工会（Hummel & Jacobs， 2023）、技术进步（Loebbing， 2019）、多重

收入来源（Ferey et al.， 2021； Spiritus et al.， 2022）和消费者行为偏误（Lockwood， 2020）等。

③例如一般均衡下非线性最优税收的变分法求解（Sachs et al.， 2020）和多重异质性下最优税收的机制设计法求

解（Golosov & Krasikov， 2023）。

④例如自动化技术背景下的最优机器人税（Guerreiro et al.， 2022； Costinot & Werning， 2023； Thuemmel， 2023）、

针对异质性企业的最优企业所得税（Akcigit et al.， 2022； Dávila & Hébert， 2023）以及多层级政府下的最优转移支付

政策（Gaubert et al.， 202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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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模型设定和特征

异质性个体框架下的最优税收理论在模型设定上与最优线性商品税理论有两大差异。其一，被

征税的个体在获取收入的能力上存在异质性，且不可被政府直接观测。基准模型通常假定不同消费

者有不同的劳动收入能力，从而造成了初次分配结果不平等。相对于代表性个体模型，在异质性个

体模型中讨论最优税收可以同时强调税收“促进公平”和“提高效率”两大目标。收入能力的不可观

测性意味着政府无法直接对能力征税。理想情况下，政府和消费者之间不存在信息不对称。此时，

为了实现有效率的再分配，政府针对不同能力者设计不同的征税方案，实现税后收入完全相等。但

现实中，政府和居民之间存在广泛的信息不对称。影响收入水平的诸多因素，例如个体智力水平或

对劳动的偏好均很难被政府直接观测。因此，即使政府能够获得消费者的收入信息，也无法推断出

消费者的能力类型并量能征税。因而税收函数将定义在收入水平上。如果消费者获得的劳动收入

可写为收入能力和劳动供给时长的乘积，则可以将收入能力理解为工资率。其二，收入税的函数形

式不受限制。收入税函数中，收入可能是线性的，也可能是累进或累退的。政府需要在其预算约束

下选择最优的收入税函数形式以最大化社会总福利。这导致政府的优化问题被定义在函数而非有

限个变量上，这意味着在求解时无法直接对收入税边际税率求一阶条件。①

为了清楚展现基准模型的特征，定义消费者的优化问题为在预算约束下最大化效用函数。预算

约束中，消费者将全部税后收入用于消费；效用函数同时受到消费的正向影响和劳动供给的负向影

响。政府的目标函数是最大化社会福利函数，该函数取决于消费者福利和政府再分配偏好，并受到

整个经济体的资源约束，即产出等于消费和政府公共品支出。在基准模型中，政府公共品支出总规

模是外生给定的常数。

基准模型的设定有以下三个主要特征：其一，劳动力技能的分布是外生给定的，这意味着不同消

费者工资率的水平或者分布是外生的。这一假设可以极大地简化模型的求解过程和理论分析，但忽

略了一般均衡效应对最优税收设计的影响。如果考虑人力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生产结构或劳动力

市场摩擦，工资率的水平和分布将是内生的。例如，Sachs et al.（2020）在一般均衡的设定下讨论了

非线性收入税的税收归宿和最优税收设计，从工资率内生的视角扩展了基准的最优税收理论。其

二，个体层面不可被政府直接观测的异质性是一维的。引入个体层面的异质性是讨论最优收入税在

效率与公平之间权衡取舍的前提条件，Mirrlees（1971）将其抽象为一维的个体能力异质性。在多维

异质性的设定下，最优税收的求解过程会更加复杂，但可以用来讨论家庭组合和多收入来源情境下

的最优税收问题（Ferey et al.， 2021； Golosov & Krasikov， 2023）。其三，劳动力供给是集约边际

（intensive margin）上的决策。换言之，消费者的劳动供给时长是连续变量，这忽略了职业选择和失

业的问题。考虑到现实中很难实现充分就业，如何针对失业者设计最优的税收方案，理论上需要考

虑劳动力供给的广延边际（extensive margin）。现代最优税收理论围绕基准模型的三个主要特征进

行理论扩展和应用，丰富了 Mirrlees（1971）最优税收的理论机制和应用场景，目前已经形成了大量的

研究成果。尽管如此，这些研究却并未脱离最优税收理论的基准分析框架，Mirrlees（1971）最优税收

理论仍然是现代最优税收理论的重要基石。

（二）求解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已有研究大多使用源于 Mirrlees（1971）的“机制设计法”或源于 Saez（2001）的“税

收扰动法”来推导最优非线性税收表达式，后续的对偶方法、Ferey et al.（2021）的方法等均源于上述

两种方法的演化。

1. 税收扰动法

税收扰动法的优势在于可以提供更多的经济学直觉。它直观展现税收发生变化后的社会福利

①尽管最优商品税理论和最优收入税理论在模型设定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商品税的分析框架实际上可以容纳

对非线性收入税的讨论，参见 Dixit & Sandmo（1977）和 Scheuer & Werning（2016）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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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政府税收收入的变化。Saez（2001）最早使用这一方法，通过列举收入税边际税率变化的各个效

应，推导了最优收入税表达式。扰动法的核心思路是分析在某一收入水平上边际税率的增加（下文

简称“税收扰动”）通过不同机制对消费者福利和政府收入的影响。在基准模型中，扰动某一收入水

平 ŷ 处的边际税率将产生“机器人效应”和“行为效应”两个影响。机器人效应指的是假定消费者行

为无变化，税收扰动将从每个收入水平高于 ŷ 的消费者手中转移收入到政府手中。这一方面会增加

政府的税收收入，另一方面也造成消费者的效用损失。行为效应则考虑消费者劳动供给在税收扰动

后的变化，并分析其对社会净福利的影响。如果当前的收入税为最优解，则在任何收入水平进行税

收扰动对社会净福利的边际效应均恰为 0，应用此条件可以得到最优收入税边际税率满足的方程。

税收扰动法的经济含义清晰，不仅适用于分析求解最优收入税方程，也能够用于计算税收改革的

福利效应。Golosov et al.（2014）借助泛函分析将上述效应分解统一到一个变分法问题中；Gerritsen
（2024）借鉴扰动法的思路，开发了求解 Mirrlees（1971）模型的对偶方法（dual approach）：通过狄拉克

函数刻画税收扰动形式，使用微分方法得到最优税收的表达式。当消费者存在偏好异质性或存在多

种商品时，Ferey et al.（2021）区分了给定能力水平时收入对储蓄（或其他消费品）的直接影响及横截

面上储蓄（或其他消费品）与收入之间的相关性，并用扰动法得到了最优税收方程。该结果和机制设

计法得到的结果等价。

2. 机制设计法

机制设计方法依赖于信息经济学的显示原理（revelation principle）和激励相容理论，其本质是求

解计划者向不同能力消费者提供的最优“消费-收入”合约，根据边际税率和消费者决策的对应关系

得到合约反映的最优税收。具体而言，政府对最优税率的设计可以转化为计划者直接向各个技能水

平的消费者提供最优的“消费-收入”组合的问题。需要注意的是，政府无法直接观察到消费者的技

能水平。因此，在设计“消费-收入”组合时需要注意防止本来不应领取某一组合的消费者谎称自己

是该组合所对应的技能水平的消费者，从而领取该组合。这意味着一个消费者通过错误报告能力水

平得到的分配结果对应的效用水平始终不会超过真实报告自己能力水平获得的效用。为了构造计

划者优化问题，大部分文献通常假定消费者效用函数满足单交叉条件，并使用对应的一阶激励相容

条件作为计划者优化的约束之一。政府的优化问题是在一阶激励相容约束和资源约束下最大化总

的社会福利。通过求解政府优化问题，并结合消费者优化问题中边际税率和消费者决策之间的关

系，可以得到最优收入税满足的方程。①

尽管分析思路不同，但很容易证明，基准模型中通过税收扰动法和机制设计法得到的最优税收

方程是等价的（Saez，2001）。Jacquet & Lehmann（2021）给出了两种方法等价性的严格证明，指出机

制设计法本质上是在激励相容条件等约束下对配置进行扰动；而税收扰动法本质上是对实现最优配

置的价格的扰动。

（三）最优税收的测算

在基准模型中，最优税收形状与能力分布、社会福利权重、劳动供给弹性等因素密切相关。当

劳动所得的收入效应为 0，Diamond（1998）指出最优边际税率取决于三个方面因素：（1）劳动力供

给对边际税率的弹性，反映了劳动供给对税收的敏感性；（2）政府对不同收入水平消费者的社会福

利权重，反映了政府的再分配偏好；（3）收入分布的风险比（hazard rate），即高于某一收入水平的人

群相对于该收入水平附近的人群的比例，反映了收入分布的特征。Mirrlees（1971）通过设定对数

正态的能力分布、对数-线性的个人效用函数和功利主义社会福利函数，模拟出边际税率曲线随

收入的变化较为平缓。后续文献分别从如下三个方面强调了影响边际税率曲线形状和最优税收

水平的因素。

①具体求解过程参见 Mirrlees（1971）等研究。此外，赵晓军等（2017）给出了用拉格朗日泛函对静态以及动态

Mirrlees （1971）模型的求解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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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消费者能力分布

由于消费者的能力不可被观测，大部分研究会假定能力分布密度函数的具体形式。Diamond
（1998）认为 Mirrlees（1971）模拟出近似线性的最优税收主要是由能力分布形状决定的。为了对比不

同能力分布下最优收入税的形状，Mankiw et al.（2009）利用美国人口调查数据，分别绘制了如下两种

情形下最优收入税边际税率：（1）假定消费者收入能力分布为对数正态分布；（2）假定消费者收入能

力在时薪 43 美元以下呈对数正态分布，之后呈帕累托分布。在第一种情形下，最优边际税率随工资

水平的上升呈先快后慢的下降趋势。在第二种情形下，最优边际税率呈 U 型，尤其是在高收入水平

呈缓慢上升趋势。Li et al.（2013）则给出了递增、递减、U 型和“倒 U”型这四种边际税率曲线形状对

应的能力分布函数形式，并且指出，如果随着能力水平升高，概率密度下降较快时，最优边际税率往往

随能力水平递增；如果概率密度变化平缓，甚至上升，最优边际税率随能力水平递减。Li et al.（2015）
校准出中国的消费者能力呈现帕累托分布，模拟出最优边际税率随收入呈上升趋势，且在高收入水

平十分平坦。此外，也有研究通过消费者优化的一阶条件结合收入分布和税收数据反推能力分布，

如 Lockwood（2020）等研究。对能力分布的设定还需要能够拟合现实收入分布。在收入分布测算

上，Piketty et al.（2018）结合美国宏观经济数据、税收统计数据、人口调查以及消费者金融调查构建

了包含 1913 年以来美国国民收入和财富等变量的微观数据库，以便估计能力分布。

2. 社会福利权重

政府的再分配偏好同样会影响最优税收的水平和形状。在模拟最优税收时，大多研究使用了功

利主义社会福利函数，通过调整不同收入水平消费者的社会福利权重，对应政府不同的再分配偏

好。①Heathcote & Tsujiyama （2021）研究发现，如果令政府具有更强的再分配偏好，最优边际税率

将明显增加。Boadway & Jacquet（2008）设定最低收入的消费者社会福利权重为 1，其他消费者社会

福利权重为 0（对应罗尔斯主义的社会福利函数），模拟出了严格凹且边际税率随收入增加而下降的

最优收入税。为了得到更符合现实政府偏好的社会福利权重，可以借鉴 Hendren（2020）的逆向最优

分析（inverse optimum analyze），通过假定当前税收政策是最优的，反推出政府的再分配偏好。

3. 弹性

Diamond（1998）通过简化消费者效用函数形式，排除了劳动力供给的收入效应对最优税收形状

的影响。Dahan & Strawczynski（2000）在 Diamond 的模型中将拟线性效用函数替换为关于消费呈对

数的效用函数，模拟出高收入水平群体的边际税率可能随收入下降。在弹性的测算方面，Kleven
（2016）系统介绍了如何利用群聚方法（bunching method）估计劳动供给的补偿弹性。Chetty（2012）
给出了当存在调整成本或注意力不足等摩擦扭曲消费者决策时对劳动供给弹性的结构估计方法。

考虑各种摩擦的影响之后，在集约边际上的 Hicks 式劳动供给弹性为 0.33，在广延边际上的弹性为

0.25。Jacquet & Lehmann（2016）认为，在测算劳动供给弹性时，现实中的收入并不是在最优税收下

得到的，如果劳动供给弹性不是常数，上述估计方法会导致计算出的最优税收存在偏误，而且他们利

用美国数据发现这一偏误可达 10 个百分点。

三、对基准模型分析框架的扩展

最优税收基准模型依赖几个关键的模型假定：（1）收入能力外生给定，劳动力市场结构和技术进

步均不影响消费者的劳动能力或工资率；（2）仅考虑消费者收入能力单一维度的差异性；（3）默认消

费者全部进入劳动力市场，消费者在集约边际上选择劳动供给，而忽视了消费者是否进入劳动力市

场或在多个职业进行选择的广延边际行为；（4）不考虑消费者储蓄和对储蓄征税。近二十年的研究

①少部分文献认为社会福利权重应该考虑收入之外更丰富的个体特征。例如 Saez & Stantcheva（2016）建议使用

定义在消费者个人特征和经济体中加总变量上的广义社会福利权重来计算最优收入税税率，以更准确地刻画政府的

再分配偏好。Simula & Trannoy（2022）沿用了这一建议并指出，如果社会福利函数受收入排序影响，则可以将最优税

收和基尼系数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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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在理论分析方法上做出突破，放松其中一个或多个假设，以丰富 Mirrlees（1971）提出的最优税收

分析框架，使之可以应用到更广泛的场景。本部分对基准模型分析框架的扩展进行梳理。

（一）内生工资率

基准模型假定消费者劳动生产率外生给定，并且决定其工资率。在现实中，除了劳动者的能力

之外，还有多重因素会决定工资率。首先，在一般均衡框架下，税率的变化可以改变劳动供给，进而

影响工资率，工资率的变化又带来劳动供给的调整。讨论最优税收时需要考虑这种反复调整直至均

衡实现。Scheuer & Werning（2016， 2017）研究发现，引入一般均衡不改变最优税收方程的形式。然

而，他们的这一结论建立在劳动者是完全替代的基础之上。当不同能力的劳动者在生产中具有互补

关系时，某一类型消费者的劳动供给不仅会影响自身的工资率，还会对其他类型劳动者的工资率产

生影响。Sachs et al.（2020）考虑了不同能力劳动者之间的技能互补性，而且在研究方法上对税收扰

动法进行了扩展，分解了税收政策变化对工资率、消费者福利以及政府税收收入的影响。他们发现，

在劳动者技能存在互补的情况下，税收政策和劳动供需弹性通过价格外部性共同决定了劳动者工资

率的变化，导致价格外部性反作用于税收政策的制定。Rothschild & Scheuer（2013）在两部门模型中

刻画了在不同部门具有不同劳动能力的消费者的职业选择。当生产函数中，来自两部门的要素投入

具有互补性时，相对于单部门外生工资情形，考虑劳动者在部门间的职业选择会降低最优收入税累

进率。其直觉在于，降低高收入者边际税率，会鼓励“白领”增加劳动供给，并通过两部门生产之间的

互补性间接提升“蓝领”的工资率，有利于再分配。除此之外，也有研究认为市场结构也可能带来工

资率的内生变化，如 Eeckhout et al.（2021）假定中间品生产厂商之间存在古诺竞争，这意味着企业具

有垄断定价能力。他们发现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会激励企业家供给劳动并增加产量，从而降低竞争

对手的产品价格，有利于再分配。

技术变革是改变工资率的另一重要因素。随着 Krusell et al.（2000）指出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skill-
biased technological change）对收入不平等有重要影响，大量研究也开始关注资本-技能互补如何影

响工资率，进而决定最优收入税。Slavik & Yazici（2014）在 Mirrlees（1971）最优税收分析框架下引入

资本-技能互补条件，考察如何对设备资本和建筑资本的收益征税，研究发现最优的设备资本收入

税应该高于建筑资本收入税。Ales et al.（2015）在匹配理论的框架下讨论了最优劳动收入税，发现

偏向型技术进步会同时影响工资分布和不同技能劳动力的替代性。如果考虑偏向型技术进步，那么

在进行最优税收设计时应当降低中低收入群体的边际税率而适当提高中高收入群体的边际税率。

Cui et al.（2021）在 Sachs et al.（2020）的模型中进一步引入两种类型的资本（建筑资本和设备资本），

比较了征收统一资本税和按部门征收资本税对美国经济的影响，还探讨了资本税应当如何与劳动收

入税配合。不同部门间的工资差异可能引起劳动力在部门间的流动，如果部门之间的生产不是完全

替代的，这会进一步改变各部门劳动者工资率的分布。

更进一步，最近的研究考虑也内生化技术变革，即在讨论最优收入税时考虑导向型技术进步。①

Loebbing（2019）将 Acemoglu（2007）的导向型技术进步引入最优税收框架，指出劳动供给诱导的技

术进步会使最优劳动收入税更加累进，其背后的直觉是更加累进的劳动收入税会抑制技能劳动力的

相对供给，进而通过导向型技术进步改善工资不平等状况。内生的自动化技术可以看作是导向型技

术进步的一种表现形式（Loebbing， 2022）。一些文献将自动化技术引入 Mirrlees（1971）最优税收分

析框架，重点讨论是否应当对自动化技术进行管制或者对机器人征税（Costinot & Werning， 2023； 
Thuemmel， 2023）。研究发现，即使可以选择劳动收入税，对资本收入或者机器人征税也是有必要

的，因为资本或机器人对不同类型劳动力的替代作用存在差异，因此会扩大工资差距。资本收入税

和机器人税间接地调节了工资不平等，实际上发挥了收入再分配功能，对其征税一定程度上可以改

①当一种要素投入增加时，会诱导新的技术朝着偏向于增进该要素生产效率的方向发展，因此技能劳动力供给与

技能溢价同时增加可以被导向型技术进步（directed technical change）所解释（Acemoglu，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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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社会福利（Cui et al.， 2022； Guerreiro et al.， 2022）。

在上述关于内生工资率的研究中，企业和消费者均为劳动力市场上的价格接受者。Hummel（2023）
认为，垄断企业可以依据工人的劳动能力设定对应的工资率，此时对低能力群体的边际税率应随收

入递减，以提高劳动力供给的弹性，从而激励垄断企业提高工资率。

（二）消费者私人信息的多重异质性

基准模型只考虑消费者劳动能力的一维异质性，并且假定政府和消费者之间仅存在关于劳动能

力的信息不对称。现实中，消费者对商品和劳动的偏好、对职业选择的偏好以及拥有的财富均可能

存在差异，这些都是不被政府观测的私人信息。因此，即使是相同能力水平的消费者也可能具有不

同的劳动供给弹性，所以有必要将消费者私人信息的多重异质性纳入分析框架。对于偏好不可被观

测的异质性，Boadway et al.（2002）最早讨论了消费者具有两种类型劳动能力和两种类型劳动偏好的

情形，分析了政府再分配偏好对最优税收累进性的影响。Lockwood & Weinzierl（2015）在更加一般

性的消费者特征分布下，假定消费者在劳动能力和偏好上存在双重异质性，发现相较于单一维度的

消费者异质性，收入税的再分配功能可能会减弱。

引入其他维度的异质性可以聚焦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可能改变基准模型中关于最优边际税率

大小的结论，例如引入劳动机会成本的异质性可以得到对低收入群体的最优边际税率小于 0 的结论

（Choné & Laroque， 2010）。另一方面也可以在更现实和更具体的情境下讨论最优税收的设计问题。

例如，家庭经济学中讨论家庭内部夫妻双方的劳动能力异质性（Cremer et al.， 2012； Lobel et al.， 2022）；

职业选择问题中讨论不同职业下劳动能力的异质性（Scheuer， 2013， 2014； Gomes et al.， 2018）；教育

经济学中对人力资本投资偏好的异质性（Brett & Weymark， 2003）；城市经济学中劳动力迁移成本的

异质性（Blumkin et al.， 2015）或对于不同地区的偏好的异质性（Huggett & Luo， 2023）等。本文第四

部分将根据研究话题的不同，从理论应用的视角梳理其中主要文献的结论和边际贡献。

上述研究在处理多重异质性问题时，本质上还是将其变形为一个一维异质性问题之后再进行求

解（Sachs et al.， 2020），因为在私人信息上无法降维的多重异质性会带来多重甄别（multi-dimensional 
screening）问题，增加了构建激励相容条件的难度。对于无法降维的多重异质性问题，Jacquet & 
Lehmann（2021）提出了一种机制设计方法来求解：他们设定劳动技能为第一重异质性，并将消费者

在第二重异质性（劳动供给弹性）上进行分组，通过构造组内单交叉条件来刻画对应的激励相容问

题。Golosov & Krasikov（2023）则给出了多维异质性下运用机制设计方法求解最优家庭收入税的一

般性框架。在他们的设定中，家庭成员的生产率存在异质性，并且可以服从任意的联合分布。最优

税收方程最终也可以用帕累托权重、劳动供给弹性以及生产率联合分布弹性等充分统计量表示。他

们的研究建立了求解最优家庭收入税的标准方法。

为了更精确地模拟多重异质性的最优税收，Lockwood & Weinzierl（2015）在两个维度异质性可

以形成一个“联合的”异质性的设定下，给出了一个可估计的统计量来刻画偏好异质性对最优税收的

影响。在更加一般的异质性设定中，Jacquet & Lehmann（2021）指出，由于消费者行为弹性内生于税

收政策，数值模拟时需要对考虑收入税非线性特征的行为弹性进行加权，且权重由给定非能力特质

（例如异质性年龄、异质性偏好等）下的收入分布概率密度函数决定。Spiritus et al.（2022）则给出了

消费者存在多个收入来源且具有多个维度异质性情形下的最优收入税数值求解方法。

（三）劳动供给的广延边际

基准模型假定所有消费者均参与劳动力市场，但现实中消费者可能会考虑是否进入或退出劳动

力市场，这种决策通常被称为在“广延边际”上的决策，而选择具体供给多少劳动的决策通常被称为

在“集约边际”上的决策。Saez（2002）最早在 Mirrlees（1971）模型中通过将工资率和不同职业（包括

失业）相对应，得到了存在广延边际劳动选择时的最优边际税率。Christiansen（2015）进一步引入不

同劳动力类型之间的替代互补关系，在内生工资的情景中讨论了对低收入者和失业者最优补贴程度

的大小。研究发现，当中等收入群体对税率变动十分敏感时，政府有更强的动机借助对低收入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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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来防止中等收入群体退出劳动力市场，因此对低收入者的补贴会高于对失业者的补贴。这些研

究均假定了有限个职业/能力类型。Choné & Laroque（2011）则考虑了更一般的情景，其中假定消费

者的能力呈连续分布且可能存在多重异质性，引入工作的机会成本作为消费者劳动参与决策的决定

因素，发现对于低能力者的平均税率和边际税率应当小于 0。但在 Choné & Laroque（2011）的模型

中，消费者仅有广延边际上的选择，而没有集约边际上的选择。Jacquet et al.（2013）同时考虑了劳动

能力和消费者劳动参与偏好的异质性，指出应当对失业人员和极低收入群体进行一次总付形式的

补贴。

在分析方法上，针对消费者异质性特征呈现连续分布的情形，Jacquet et al.（2013）提出可以分两

步求解最优收入税：先讨论政府可以观测参与劳动的消费者的能力时的税收，即在广延边际上的税

收，再讨论政府不可观测劳动能力时的结果。Kroft et al.（2020）给出了同时存在失业和内生工资问题

时得到最优收入税的分析方法，这有助于讨论美国实施低收入家庭所得税抵免政策（Earned Income 
Tax Credit，简称 EITC）的条件。Gomes et al.（2018）则开发了同时具有多重异质性特征和广延边际

特征时的最优收入税求解方法。

应用上述分析框架，Hummel & Jacobs（2023）探究了存在工会时最优收入税的设计。相对于没

有工会的经济体，由于收入税和失业补贴抬升了工资水平并产生了非自愿性失业，从而增大了改善

收入分布的效率成本，最优的收入税和失业补贴会更低。劳动力供给存在广延边际的分析框架不仅

可用于讨论失业问题，也可以用于家庭生产的分析或最优夫妻税（couple tax）的讨论。

（四）动态框架下的最优收入税

Mirrlees 最优税收分析框架不仅适用于静态情形，也可以在动态环境中讨论不确定性或其他随

时间而变化的因素对劳动收入税或资本收入税设计的影响。关于动态 Mirrlees（1971）模型资本收入

税的探究中，Golosov et al.（2003）发现最优资本收入税满足经典的“逆欧拉方程”。后续研究从消费

者偏好或能力可能随时间变化的视角丰富了对劳动收入税和资本税（或财富税）性质的讨论。例如

Kocherlakota（2005）指出，在可持续的消费者偏好冲击下，最优税收不仅受到消费者当期收入影响，

还依赖于消费者的收入历史。在独立同分布的消费者偏好冲击下，Albanesi & Sleet（2006）在动态模

型中探讨了最优财产税和劳动收入税与消费者偏好之间的关系，发现最优税收仅取决于当期的财产

和劳动收入。在有限期模型中，Farhi & Werning（2013）将静态的 Mirrlees 框架拓展到动态，假定收

入能力随时间变化，构建了最优收入税的动态递归方程，讨论最优劳动收入税的跨期相关性，对最优

收入税进行了推导、解释和政策模拟。Golosov et al.（2016）进一步指出如果同时考虑消费者的期内

劳动供给选择和跨期储蓄选择问题，那么最优劳动收入税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对应静态环境下的

最优税收表达式，即“期内部分”；另一部分反映了针对收入能力动态变化需要做出的调整，即“跨期

部分”。在无穷期模型中的分析方法则可以参考 Kapička（2013）的相关研究。

资本税的职能是 Mirrlees（1971）动态框架研究的主要关注点之一，也是自 Chamley（1986）和

Judd（1985）提出最优资本税为 0 以来大量文献所讨论的重要问题。在 Mirrlees 税收框架中，消费者

在不完全市场中既可以通过预防性储蓄应对风险，也可以改变劳动供给。当消费者收入能力具有不

确定性且不可被政府观测时，即使效用函数关于消费和休闲弱可分，仅使用劳动收入税无法实现次

优配置，还需要对资本收入征税（Golosov et al.， 2003）。此时资本收入税可以发挥社会保障的功能。

对于资本收入税职能的定量测算，在经典的动态最优税收模型中测算出的资本税税率往往很小

（Farhi & Werning，2013）。这是因为资本税税率近似等于消费的波动率，而实际数据中消费波动程

度很低。Farhi & Werning（2012）也强调，在一般均衡下，征收资本收入税的福利改进程度很低。即

使引入人力资本投资，对资本税的提升程度也很有限（Stantcheva，2017）。但如果人力资本投资是不

可被观测的，Jacobs & Bovenberg（2010）认为，对金融资产形式的储蓄征税有利于减轻劳动收入税对

人力资本投资的扭曲，并通过数值模拟发现，即使劳动收入税边际税率达到 60%，对应收入水平上资

本税边际税率仍然有 20%。注意上述研究均假定消费者偏好同质且关于消费和劳动弱可分。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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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假设则将使测算出的资本税明显上升（Ferey et al.，2021）。Saez & Stantcheva（2018）假设效用

函数是消费的线性函数，以排除动态环境下税收调整对利率的影响，①给出了以充分统计量表示的

最优资本收入税方程。最优资本收入税边际税率在资本收入达前 1% 的群体中为常数，其大小受资

本关于资本税后回报率的弹性的负向影响。

在 Mirrlees（1971）动态框架下可以探讨资本税如何应对财富不平等问题。引起财富不平等的一

个重要原因是财富回报率的异质性。劳动能力更强的消费者往往具有更高的金融素养，从而可以获

得更高的资本回报率。这种异质性导致在可分偏好下，即使可以征收非线性劳动收入税，最优资本

税仍然不为 0（Gahvari & Micheletto，2016）。取得更高的财富回报既有可能是因为投资能力更强，也

可能是因为拥有更多的财富从而产生规模效应。Gerritsen et al.（2020）在一个两期的 Mirrlees 框架

中同时考虑了这两种财富回报异质性的来源，发现两种来源都会使得最优资本税边际税率大于 0，并
模拟出美国居民的资本收入税边际税率随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在不同收入水平上加权后的平均资本

税边际税率为 19%。Schulz（2021）进一步指出，如果异质性的来源中基于能力差异的部分增加，最

优资本税率应当上升，反之则应下降。

四、理论应用

基于上述基准模型与理论扩展，已有研究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最优税收理论的应用场景。本部分

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总结，以期为中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供一定的理论启示。

（一）对高收入者征税

对高收入者征税是社会普遍关注的话题。近三十年来，高收入者的收入份额在美国、英国、印度

和中国均显著上升（Piketty et al.， 2011）。针对这一现象，税收政策应当做出怎样的调整？在基准模

型中，能力分布存在上界，最高能力者的边际税率为 0。这是因为当收入能力的分布具有上界时，对

最高收入者施加正的边际税率不能进一步增加政府税收收入，但会削弱最高能力者供给劳动的积极

性（Sadka， 1976）。这意味着，如果税收对于收入水平是连续的，那么对高收入群体一定会出现随收

入下降的边际税率。然而，上述结论很难解释现实：绝大多数 OECD 国家的收入税都呈现累进性。

Saez（2001）认为，当能力分布没有上界时，对最高收入者的 0 边际税率将不再适用，且靠近收入分布

顶层的边际税率可能很高。

高收入者并非简单地通过劳动力供给获得收入。后续研究指出了更多影响高收入者劳动收入

税边际税率的现实因素。（1）明星效应。高能力者往往拥有更丰富的资源以带来更高的收入，这导致

收入差距远远大于能力的差距，即存在“明星效应”（superstar effect）。Scheuer & Werning（2017）将

Terviö（2008）的能力配置模型引入 Mirrlees（1971）税收模型中，探讨了明星效应对最优税收的影响。

明星效应会增大劳动所得的税收弹性，进而对高收入者的边际税率产生负向影响。直觉上，降低高

收入者边际税率可以激励高能力者寻找到更高收入的工作，并进一步鼓励其增加劳动供给。（2）创新

的外部性。Jones（2022）指出，如果高能力者的创新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且政府无法准确识别出

思想上的创新以进行补贴，那么对高收入者的税收不仅会减少高收入者的收入，也会抑制创新并间

接减少所有居民的收入。（3）寻租。个体可以通过非生产性活动获得收入，例如在金融市场进行投机

交易。高收入者边际税率设计需要考虑寻租行为产生的外部性。Rothschild & Scheuer（2016）假定

个体可以在寻租和生产性行为之间做选择。他们指出，当大量个体同时参与寻租，具有再分配偏好

的政府也会降低高收入者边际税率。其主要目的是激励现有的高收入者提升其为寻租付出的努力

程度，维持寻租部门较高的进入门槛，防止更多的个体参与寻租活动。Piketty et al.（2014）则关注企

业内部 CEO 的寻租行为。当企业存在超额利润时，CEO 可以根据其议价权分得一部分超额利润，从

①为了突出影响最优税率的核心因素，最优税收理论经常会假定效用函数是消费的线性函数，此时消费者劳动选

择不受收入影响，同时利率水平仅取决于消费者的时间偏好率，从而简化分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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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获得高于边际产出的回报。Piketty et al.（2014）指出，当 CEO 通过议价得到的超额收入对税收的

弹性较高，对 CEO 的边际税率也应当上升。（4）避税。避税动机对于解释高收入者收入变动具有重

要意义。Piketty et al.（2014）认为，应当通过加强税收征管尽可能减少高收入者避税的空间。

现代最优税收理论在高收入群体征税场景下的应用为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提供了启示。

收入税是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之一，合理安排对于高收入群体的税收制度有助于规范收入激励

和促进社会公平。在 2019 年个人所得税改革后，原 30%、35%、45% 这三档较高综合所得税率的级

距没有变化，导致目前高收入群体的边际税率调整方向仍然存在争议。未来可以借助现代最优税收

理论对高收入群体个人所得税税率的合理性进行讨论，尤其要充分考虑到高收入群体收入的性质

（例如是源于发明创造还是寻租）以及个体的行为反应（例如避税）。

（二）对企业家征税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重要主体。企业家的创业活动通常具有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其目标函数与

行为决策和普通消费者存在一定的差异。一些研究分别考虑了企业家行为或创业过程的不同特征，

以探讨对企业家征税的问题。（1）企业家的创业行为存在风险，而努力程度可能改变风险大小，这种

努力程度也会成为企业家的私人信息。Albanesi（2006）通过假定企业家努力程度影响企业资产回报

率的实现概率，分别探讨了企业可以交易债券、企业可以出售股权以及企业资产配置不可被政府直

接观测时企业资本税的设计。（2）企业家在创业初期往往需要在信贷市场借款，由于信贷机构很难观

测到企业家的偿付能力，因此会带来逆向选择问题：高偿付能力者借款成本偏高而低偿付能力者得

到补贴，进而扭曲创业行为。Scheuer（2013）关注了这一现象，假定个体可以选择成为企业家或者工

人，且在两种职业上均存在能力异质性。研究发现，当企业所得税的累进程度比劳动收入税更低时，

可以减少企业信贷约束对创业选择的扭曲。Dávila & Hébert（2023）则意识到，尽管企业的借贷约束

是私人信息，但由于进行分红的企业受借贷约束的可能性更小，因此可以考虑对企业分红而不是对

企业利润征税。其数值模拟结果显示，在保证税收总收入不变时，从对美国企业的利润征税转变为

对分红征税将使市场中所有企业价值提升 7%。（3）在一般均衡模型中，减少企业所得税可以增大企

业用工需求并提升工人工资水平，即产生涓滴效应（trickle down effects）。Scheuer（2014）基于 Scheuer 
（2013）关于职业选择的设定，同时假定个体存在劳动能力和创业成本两重异质性，在一般均衡模型

中讨论了最优非线性劳动收入税和企业所得税的设计：如果企业所得税和劳动收入税采用同样的税

收函数形式，则涓滴效应要求高能力企业家的企业所得税边际税率为负。但如果政府可以针对企业

家和普通工人征收不同的收入税，则政府不必通过涓滴效应在企业家和普通工人之间进行再分配。

对企业家征税的讨论为改进我国个人所得税中的经营所得和企业所得税制度提供了启示。一

方面，创新创业是经济增长与稳定就业的关键。可以借助现代最优税收理论探讨如何在税制安排上

尽可能消除企业家的后顾之忧，激励更多人参与创业活动。另一方面，不同规模的企业或是处于不

同生命周期的企业，其生产经营绩效和资金约束可能存在差异，最优税收理论可为进一步优化落实

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提供指南。同时，考虑到中国个人所得税与企业所得税税率的差异，税制的设

计也需要考虑到纳税人身份转换对税收收入和社会公平的影响。

（三）对家庭征税

基准模型讨论的对个人的征税问题可以进一步扩展到对包含多个家庭成员的家庭征税的情形。

将 Mirrlees（1971）最优收入税框架应用到最优夫妻税（couple tax）的讨论，同时具有理论和现实意

义。一方面，现实中大部分发达国家以家庭为单位申报个人所得税。例如，美国 70% 的个人所得税

收入来源于已婚的夫妻（Golosov & Krasikov， 2023）。另一方面，个人的婚姻选择和家庭决策会影

响政府关于效率与公平的权衡取舍，从而决定最优收入税如何设计（Gayle & Shephard， 2019）。

设计夫妻税时，一个需要重点探讨的问题是配偶的收入水平如何影响单个家庭成员的最优收入

税，即税收的关联性（tax jointness）。Kleven et al.（2009）假设每个家庭由一个主要收入者和一个次

要收入者构成，其中主要收入者在集约边际上选择劳动供给的量，而次要收入者在广延边际上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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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参与劳动。他们发现，如果次要收入者参与劳动是因为其劳动参与成本更低，那么应当对次要

收入者征收收入税，但随着主要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提高，次要收入者的边际税率应当收敛至 0，即存

在一个负向的税收关联性。在 Kleven et al.（2009）的设定中，家庭的组建是随机且外生的，这忽略了

婚姻匹配（assortative mating），即高能力的个体更有可能和相同能力类型的个体组成家庭。Frankel
（2014）将家庭成员的能力简化为两种类型，在 Kleven et al.（2009）的研究中引入婚姻匹配发现，夫妻

税收的负向关联性会随着婚姻匹配的强度而减弱，当婚姻匹配强度超过一定范围，单个家庭成员的

最优收入税不受其配偶收入水平的影响。Gayle & Shephard（2019）没有外生区分家庭的主要收入者

和次要收入者，而是将婚姻市场均衡引入最优税收理论的分析框架。在他们的分析框架中，税收会

影响个体的劳动供给、时间分配和婚姻选择，家庭内部和家庭间的收入不平等会同时影响社会福利

和最优税收设计。他们的研究再次验证了 Kleven et al.（2009）提出的税收负向关联的合理性，但其

数值结果显示，在最优税收设计中引入这种税收负向关联性时的社会福利改进并不明显。

Lobel et al.（2022）考察了家庭内部收入不平等对最优家庭收入税的影响：家庭内部收入不平等

的存在意味着收入在家庭内部并不是平均分配的，即家庭在进行最优决策时会赋予家庭成员不同的

权重。由于政府是以家庭为基本单元考虑收入再分配问题，因此会赋予同一家庭不同成员相同的社

会福利权重。这种家庭目标与政府目标的不一致为 Mirrlees 最优税收表达式带来了“庇古”修正项，

以调节家庭内部收入不平等。类似地，Immervoll et al.（2011）在一个更加简化的设定下讨论了当家

庭目标与政府目标不一致时的最优家庭收入税应当如何设计。其中，家庭的主要收入者和次要收入

者均只进行劳动参与选择，因此这是一个双重广延边际模型（double-extensive model）。如果政府目

标与家庭目标不一致，那么个体的劳动参与会对其配偶产生外部性，因此最优家庭收入税需要引入

一个庇古修正项以矫正这一外部性。他们借助这一模型讨论了美国 EITC 制度的合理性条件，即在

什么情况下对主要收入者进行补贴而对次要收入者征税是合理的。

中国目前尚未实现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征税，而是在个人所得税的基础上对教育、医疗、住房和养

老等项目予以专项扣除。因此对家庭而言，可以选择由夫妻双方中哪一方在纳税申报时进行专项扣

除，这会进一步影响专项附加扣除政策的福利效应。此外，面对当前人口出生率显著下降的趋势，如

何通过优化个人所得税税率及附加扣除方案来减轻家庭抚育子女的负担、提高家庭的生育率等问题，

也可以在现代最优税收理论的框架下讨论。因此，未来可以尝试把家庭内部的收入差距和行为决策

纳入深化个人所得税改革的设计中，这对于我们优化收入分配格局、改善社会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四）政府间关系、最优收入税和转移支付

基准模型仅考虑了单一政府，即中央计划者的最优税收设计问题，忽略了政府间财政关系对最

优税收设计的影响。例如，现实中纳税主体可以在地区间迁移，因此区域间政府的税收竞争会影响

税收的设计。此外，当考虑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时，政府间的税收分享与转移支付的制度设计也可

以在最优税收理论框架下进行讨论。

1. 区域间要素流动和收入税设计

居民在不同管辖地之间的流动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收入税设计具有重要影响。此时税收既有

再分配目标，也要维持国民收入增长。一些研究探讨了给定其他地区的收入税政策时劳动力流动如

何影响到当地的税收设计。Krause（2009）关注了高技能移民导致的国家人才流失问题对收入税和

政府教育支出的影响：人才外流导致低收入国家的高技能群体边际税率为负数，而低技能群体边际

税率为 0，同时国家会增大对低技能群体的教育支出。然而，Krause（2009）假定存在两种能力类型的

个体，其中仅有高技能个体能够移民。Simula & Trannoy（2010）进一步假定所有居民均可移民，并

将居民的移民成本记为其能力类型的函数，发现高收入群体最优边际税率会受到劳动供给弹性、外

国边际税率以及居民迁移成本的影响。考虑到和消费者是否移民相关的“参与约束”，消费者有动机

伪装成高能力者，因为高能力者移民后可以获得更多的消费。这一效应意味着，不只是对于高能力者，

即使对于那些能力水平中等偏上的群体，最优边际税率相对于无法进行移民时也应当更低（Simula & 
—— 138



王筱筱等：现代最优税收理论研究新进展

Trannoy，2012）。

当两个区域的政府同时设计收入税时会产生税收竞争问题。Bierbrauer et al.（2013）讨论了一

个最简单的情景，即不同劳动能力的居民可以在国家间自由流动，两个区域的政府同时设计收入

税；为了留住本地的高收入群体，政府有动机降低高收入者的边际税率。劳动力自由流动意味着激

烈的税收竞争，政府甚至可能向低收入群体征税并补贴高收入群体。Blumkin et al.（2015）进一步考

虑了居民不可被政府直接观测的迁移成本，得出结论认为，在一定收入区间内，高收入群体的最优

边际税率为 0，且该收入区间随迁移成本减少而扩大。Lehmann et al.（2014）放松了 Blumkin et al. 
（2015）研究中迁移成本的分布独立于劳动技能这一限制，指出最优税收表达式还需要加入居民迁

移的半弹性；而边际税率曲线的形状会受能力水平与迁移的半弹性间相关性的影响。Morelli et al.
（2012）同样指出，地方政府间的税收竞争会降低收入税累进率，并比较了居民在不同政治体制间的

选择：当地区间流动成本较低时，中产阶级倾向于选择由中央政府统一设计收入税。上述研究均设

定外生的工资率，如果考虑一般均衡情形，当劳动力供给不是完全替代时，对高收入者增税虽然会

导致部分高收入者迁移，但高技能劳动供给的减少会通过一般均衡效应提高当地高技能劳动者的

工资率。因此，在一般均衡模型中讨论两个地区的税收竞争时，政府可能会提高高收入群体的边际

税率（Janeba & Schulz，2023）。

2. 两级政府下的最优税收与转移支付设计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中央政府很难针对每个地区设计不同的再分配政

策，因此存在多层级政府时，中央政府所制定的收入税税率往往和地区无关。中央政府在设计统一

的收入税方案时，同样需要考虑劳动力在不同地区间流动的影响。实证证据已经表明，同一个劳动

者在不同地区可能具有不同的生产效率。由于收入税税率不受劳动者所在地区的影响，累进的收入

税通过加重高生产效率地区劳动者的税负，扭曲了劳动供给。Kessing et al.（2020）强调，相对于地区

间有差异的收入税，最优的统一收入税更容易受劳动力流动的影响。Colas & Hutchinson（2021）借

助一个考虑了消费者技能异质性和偏好异质性的区域均衡模型指出，累进的收入税导致高技能劳动

者从具有高生产率的城市迁出，并估计出美国当前收入税产生的无谓损失约为税收收入的 2%。减

小累进率并不会增加所有劳动者的总福利，这主要是因为尽管劳动者会向高生产率的城市迁移，但

这些城市的住房供给弹性很小，劳动者的住房支出会大大增加。相对于 Colas & Hutchinson（2021）
仅考虑了两种能力类型的消费者，Huggett & Luo（2023）在消费者能力类型连续分布的情形下对最

优收入税边际税率表达式进行了分解，发现最优边际税率受到税率变化对本地房价、本地工资率以

及迁移带来的税收收入变化的影响。

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或地方税可能有利于更好地实现再分配目标。在转移支付方

面，Gaubert et al.（2021）在一个两地区的模型中探讨了统一的非线性税收下最优转移支付政策的必

要性：当低收入家庭集中分布于某个区域时，即使中央政府的收入税是最优的，地区间转移支付对再

分配的改善仍可能超过其效率成本。最优转移规模取决于居民的流动性、不同城市居民能力分布特

征以及迁移对居民收入的影响。笔者从中央和地方间信息不对称的视角讨论了转移支付政策的设

计思路，发现当中央政府无法观测到地方收入水平时，最优边际转移支付取决于四个核心因素：地方

公共支出的弹性、公共支出的地区间分布、转移支付的再分配影响以及公共支出外部性（崔小勇等，

2023）。在地方税设计方面，Ales & Sleet（2022）指出，美国各地区最优收入税差异不仅受地区税前

人均收入的影响，也取决于居民偏好异质性所导致的居住地之间替代程度的差异。在上述分析中，

地方政府只是中央政府政策的执行者，但地方政府可能会更关注本地居民的福利。Fu et al.（2023）
讨论了当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目标不一致时的地方和中央收入税应当如何设计，然而其数值模

拟显示，即使假定地方政府可以制定地区所得税，整体社会福利改进也很小。

中国具有中央、省、市、县、乡镇五级行政管理体系，这为我们在现代最优税收理论的框架下讨论

政府间关系和转移支付创造了条件。考虑到中国幅员辽阔且地区之间差异较大，如何优化转移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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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发展并完善现代最优税收理论框架能够在一

定程度上为我们优化财政收支结构和推进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提供理论启示。

五、结论与研究展望

近二十年来，异质性个体框架下的最优税收理论通过扩展基准模型以及丰富理论应用，取得了

一些关键性的突破，形成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本文在介绍基准模型设定后，系统梳理了已有文献对

基准模型分析框架的扩展，并总结了四大理论应用场景及主要结论。尽管现代最优税收理论的研究

体系和方法已经较为成熟和规范，但既有文献仍然存在一些局限和不足。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发展现

代最优税收理论的研究框架与方法并进一步提高其理论的应用价值，本文认为可以重点针对以下几

点不足进行探讨。

第一，当前关于最优税收的文献仍然侧重于理论扩展和理论应用，对于政策改革实践的讨论不

足。最优税收理论求解的是给定约束条件下最大化社会福利的收入税，然而影响最优税收设计的因

素很多，现实中难以穷尽。同时，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由于改革很难一蹴而就，从实际税收转变为

最优税收，相对更为重要的是政策调整的边际效应。可以借助现代最优税收框架给出的理论机制，

结合实证方法科学地评估税收政策改革的福利效应。以中国的个人所得税改革为例，2018 年以来，

中国在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专项附加扣除、税制模式等方面进行了较大调整，这些改革措施的税收

归宿是什么？是否带来了社会福利的改进？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方向是什么？加强对税制改革的机

制与福利分析，可能是将现代最优税收理论应用于指导政策改革实践的一个方向。

第二，现代最优税收的理论模型设定与现实经济存在一定的差距。一方面，现代最优税收理论

通常假设政府目标是社会福利最大化，但本文认为社会福利最大化与效用最大化仍然是一个相对抽

象的概念。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政府同时也密切关注经济增长、财政收支平衡这类更为具体

的目标。如果再考虑政府官员的决策与激励以及个人对生命健康、公共设施、自然环境、生活质量等

诸多维度幸福感的追求，则当前现代最优税收理论关于政府与个体目标函数的设定有待商榷。另一

方面，除了税收外，政府通常还使用社保缴费、最低工资政策等其他政策工具以调节收入分配或筹集

财政资金，忽略这些政策工具可能会导致对税收职能的定位产生偏误。鉴于此，本文认为现代最优

税收理论的目标函数与政策工具应该朝着多维化的方向发展。此外，厘清直接税与间接税、中央税

与地方税之间的关系，依据各类税收工具的属性明晰其税收职能，并在最优税收理论模型中予以刻

画，可能是增强现代最优税收理论模型与现实经济社会关联性的路径之一。

第三，现代最优税收理论的研究视角仍然较为局限，应用场景有待进一步扩围。现代最优税收理

论的研究视角大多局限于研究政府与消费者之间的互动。未来可以在异质性企业的框架下，考虑政

府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例如企业的融资约束和投资机会是不可观测信息），运用现代最优税收

理论讨论最优企业所得税；也可以在不同层级政府的框架下考虑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信息不

对称（例如地方政府的征税努力和支出偏好不可观测），运用现代最优税收理论讨论转移支付。此外，

现代最优税收理论的研究应当与时俱进。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生产要素在社会生产活动中发挥着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徐翔等，2021）。引入数据生产要素后最优税收如何设计，是现代最优税收理论一

个富有潜力的应用方面。随着大型跨国公司在全球经济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跨国公司的利润

转移行为如何影响企业所得税的设计问题也是全球公共经济学重要的研究方向（Dyrda et al.， 2024）。

第四，现代最优税收理论对发达国家的研究较多，但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不足。一方面，数据可得

性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现代最优税收理论在中国经济问题上的应用。由于数据质量和公开性等原因，

利用中国数据的测算仅有 Li et al.（2015）和 Hummel & Ziesemer（2023）等寥寥数篇研究。另一方面，

中国经济发展阶段与税制结构决定了个人所得税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不高。相比于企业所得税和增

值税，个人所得税对中国宏观经济的调节作用有限，这客观限制了最优收入税在中国的讨论。随着

中国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升和税制结构的优化调整，个人所得税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将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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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国关于个人所得税的统计数据能够不断完善和公开，借助最优税收的充分统计量表达式，测

算最优税率或定量评估税收政策效果的前景将是非常广阔的。

第五，在应用现代最优税收理论回答中国问题时，一定要意识到中国在经济发展阶段、经济与市

场结构、财政税收体制等诸多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差异。如何结合中国实际进行理论扩展与应

用，是需要在研究中重点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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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To increase the intensity and efficiency of using taxation to improve income distribution needs to build a 
systematic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which helps to provide guidance based on China’s real economy and tax data. 
The diversity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taxpayers， the complexity of the economic environment， and the economic 
uncertainty in the market make it difficult to construct a proper model for quantitative analysis.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optimal taxation theory in the framework of heterogeneous individuals has provided a way to 
solve these difficulties. It is of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sort out the new progress of research on modern optimal taxa‐
tion theory： applying advanced theoretical research methods to quantitatively analyze and solve problems such as the com ‐
plexity of taxpayers’ behavior is helpful to provide practical and effective policy suggestions for the reform of China’s fis‐
cal and tax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modern tax theory has been greatly 
enrich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research methods and application scenarios， but there are few summaries of the new de‐
velopment of research on modern optimal tax theory in China.

Given the above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background，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research on the modern opti‐
mal tax theory based on the heterogeneous individual framework， sorts out the research content and conclusions of cutting-
edge research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research framework， analysis methods， and theoretical ap‐
plication， and discusses the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China. In terms of the research framework， the benchmark model of 
optimal tax theory in the framework of heterogeneous individuals has three core characteristics. Firstly， the distribution of 
labor abilities is exogenous. Secondly， the unobservable heterogeneity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is one-dimensional. Thirdly， 
labor supply is a decision under intensive margin. For solving the optimal tax problem， the advantage of the tax perturba‐
tion method is that it can provide more economic intuition. The mechanism design method relies on the revelation prin‐
ciple of information economics and the incentive compatibility theory， the solution process of which is more rigorous. 
Both methods can generate optimal tax expressions based on measurable sufficient statistics. When simulating optimal 
taxation， the distribution of consumer abilities， the social welfare weight， and the elasticity of labor supply affect the level 
and shape of optimal taxation. In terms of analysis methods，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methods have been extended to differ‐
ent research problems by relaxing the assumptions of the benchmark model： （1） Endogenous wage rates. The general 
equilibrium effect and incomplete substitution between different labor skills and between labor and capital will change the 
structure of the optimal marginal tax rate formulas. （2） Multi-dimensional heterogeneity of consumers’ private informa‐
tion. Most studies transform the multi-dimensional heterogeneity into a one-dimensional heterogeneity problem to avoid 
multi-dimensional screening. （3） Extensive margin of labor supply. Existing literature has discussed the optimal design of 
unemployment subsidy and income tax by combining consumers’ employment choices with endogenous wage and hetero‐
geneous occupational preferences. （4） Consumers’ decision-making in a dynamic environment. Existing literature mainly 
discusses the design of capital income tax or wealth tax in this framework.

For the application of the theory，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ptimal income tax in four sce‐
narios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theme： （1） The optimal income tax on high-income earners. The super-star effect， inno‐
vative behavior， and rent-seeking behavior of high-income earners reduce the optimal marginal tax rate of high-income 
earners. （2） The optimal income tax for entrepreneurs. Existing studies have considered the entrepreneurial risk， credit 
constraints， the career choice between entrepreneurs and workers， and the trickle-down effect that reducing corporate in‐
come tax increases workers’ wages. （3） The optimal income tax for households. Existing literature mainly focuses on 
how the income level of spouses affects the optimal income tax for the primary earners and how to regulate income in‐
equality within families. （4） The optimal income tax and transfer payments when there are different levels of government. 
Existing literature mainly focuses on how factor flows and inter-regional competition affect the design of income tax or 
transfer payments.

At present，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optimal tax theory has been relatively mature， and it still has broad prospects 
for theoretical developments and applications in the future. Finally，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re is still a gap between 
existing theoretical research results and the policy implementation： there is insufficient discussion on the practice of policy 
reform； there is still a large gap between the theoretical model setting and the real economy；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is 
still relatively limited； and there are few studies on China. Based on absorbing the core ideas of modern optimal taxation theory， 
future research needs to expand and apply the theory to the economic background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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